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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学合作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创新型研究的重要路径。日本的产

学合作始于明治维新初期，在经历了自主发展期、发展低潮期、高速发展期后，

目前已进入到了稳步发展阶段。我国应基于国情借鉴日本的产学合作发展经验，

强化政府引导者角色，发挥法规政策的调控作用；制定专项法规政策引导发展，

健全产学合作的保障机制；发挥企业、高校间互动优势，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以便为我国产学合作提供优质的发展环境，加快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

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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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日趋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

性因素，产学合作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日本的产学合作始于明治维新初期，在殖产兴业政策背景下，产学界的初步联

合主要以不受政府管控的自由联合为主。二战后，由于民众对“产学军”联合

的抵触、企业科研环境向好、中央研究所大量成立等原因，日本的产学合作一

度陷入低迷，转为隐蔽和非正式化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政府建立“国家

创新系统”，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产学合作借此从低迷走向高速发展，国内经

济也得以快速增长。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受“泡沫经济”的影响，日本跨入了

备受煎熬的“失去的十年”，在推行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国内创新模式也从“模

仿创新主导型”转变为“自主创新主导型”［1］，产学合作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

日本在过去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产学合作发展历程中，尤其在制度设计方面积

累了成熟经验，已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产学合作制度体系。

产学合作也是新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方针的体现［2］。但我国由于长期受 20 世纪 50 年代前苏联科技体制模式的影响，

产学合作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大学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大学技术

成果转化偏低，企业难以形成独立的创新驱动模式［3］。2012 年十八大报告提出

了“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要求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政府角色由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产学合作迎来黄金

发展时期。

在围绕产学合作的研究中，杨文斌［4］通过对广东工业大学的具体实践案例

研究，分析了产学合作背景下的新工科人才培养路径，强调产学合作的实践可

行性与人才创造价值；林祥瑜［5］针对日本研究生院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

体系、组织建构、依托项目等进行分析，强调产学合作模式对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冯玄玉、李国良［6］对日本产学官模式下的政府角色与大学实际状况深入分析，

认为我国应加强产学合作背景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基础研究能力建设；还有学

者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如费艳颖等［7］将美、日、韩等国参与产学合作协同创

新的大学进行比较，指出我国应优化大学科研环境，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发挥大学社会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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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围绕产学合作的理论研究着重于既有实践成果的特

点总结和模式分析，对于政府的顶层制度关注不足，着眼于相关制度的时代

背景、制定意义以及具体效果的系统化分析也较少。产学合作在脱离时代背

景、脱离国情的情况下照搬他国经验，往往难以成功。因此，结合我国国情

以及科技创新的发展需要，下文中拟以日本产学合作模式的制度变迁为研究

脉络，通过考察分析其制度背景、制度内容以及具体效果，揭示其内在特点

和战略意义，以期为我国健全产学合作制度、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型国家提供

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

1  产学合作的自主发展期（明治维新时期至二
战前）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由明治政府的工部省和内务省主导，制定了以

经济现代化为目标，以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殖产兴业”政策，通过在

各产业引入西方的近代工业技术，推动民间企业发展［8］。民间企业由此获得了

优质的发展环境，针对近代工业技术研究的要求也更为迫切，于是开始建立与

作为基础技术研发场所的大学之间的联系。在这一阶段，政府并未刻意引导产

学合作发展，主要是民间企业与大学之间、以发展近代工业技术为目标，自主

进行的交流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殖产兴业”政策除发展日本近代工业技术外，

在促进产学自主合作方面亦发挥了作用。例如，1870 年设立的临时的工部省，

作为“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中心，为日本工业产业研究提供了研究设施和研

究基地；1876 年建立的碍子实验所（以输电系统中绝缘体装置研究为主的实验

场所），一直被保留并发展为现在的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1891 年建立的电器

试验所，则发展为现在的电器通信研究所［9］。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日本政府为

发展近代工业技术所建立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为民间企业与大学之间的自主

交流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一阶段产学合作的主要特点是民间企业寻求大学合作的自主性高，政府

虽未担任主要角色，但其为发展工业所建立的大学、研究所为产学合作提供了

有利条件，从侧面推动了产学合作萌芽的出现。由于缺乏政府明确的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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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产学合作的弊端尤为凸显，其一，自主开展产学合作的民间企业多为大

型企业，中小企业苦于资源和途径无法与之竞争，其生存环境愈加艰难；其二，

政府对工业产业的支援制度众多，导致其他许多产业与之同化，产业自身的独

特性弱化；其三，产学合作自主性的提高，引起的矛盾更为频繁与尖锐，但政

府并未建立相关的争议解决机制，仅通过民间手段协商谈判，难以保障产学合

作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2  产学合作的低潮发展期（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2.1  产学合作的低迷阶段（二战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

二战后，日本为实现战后复兴，借鉴了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西方振兴工业产

业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再次将目光放到国际角度，大力发展以民间企业为参与

主体的实用性和应用性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技术研发场所的大学却并未得到重

视［10］。同时，由于战时“产学军联合”体制的影响，产学合作被认为是战时产

物受到广泛的舆论攻击，加之国内外政府对产学合作在制度设计上设定壁垒，

产学合作发展陷入低潮。

二战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的制度设计主要以产学分离体制的建立为

目标。1947 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了公务员职务之外的义务尽

量在内容上对其范围予以限定，禁止职员的政治活动以及将其与营利企业隔离

开来［11］，国立大学教员因其近似于公务员的身份同样受到了约束。可见，政府

建立的“学术研究与技术研究相分离”的科研体制，是以立法方式将大学与企

业相隔离（如图 1）。这种分离体制设计主要是受到了国外力量影响。二战后，

在驻日盟军占领政策下，日本政府进行了学制改革，建立了“新制大学制度”，

强调大学教育自主性，要求大学与产业界的分离。1949 年由 200 多名科学家组

成的隶属于日本内阁的日本学术会议，担任着中央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智囊团的

角色，其对产学合作始终持谨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学术界对于产

学合作的看法，导致正式渠道下的产学合作举步维艰［12］。另一方面，伴随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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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基础技术研究项目支持的政府经费数量的减少，大学内部的科研环境恶化，

急需固定的资金来支持科研项目正常运行，而民间企业则需要更多人才参与项

目研究。由此，大学的经费需求与企业对于大学的学术资源和人才的需要一拍

即合，非正式渠道下的产学合作越发如火如荼的展开。

图 1  学术研究与技术研究相分离体制

Figure 1  The system of separating academic research from technological 

research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2014 年王惠贤、李宏舟《战后日本产学联合的误解与真相》一文

内容绘制。

2.2  产学合作的磨合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走向终结，迎来经济增长的重要

转折期，其科技政策的重点亦随之转移，主要体现为先进技术的自主开发［13］。

大学成为先进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政府对于产学合作的态度从疏远走向缓和，

并出台了一系列降低产学合作壁垒的政策。1970 年，日本内阁向其最高科技决

策机构—科学技术会议提出了《70年代综合科学技术政策的基本方针》。对此，

科学技术会议在答复中明确提出加强大学、国家研究机构、民间研究机构之间

的关系［13］，承认产学合作在先进技术研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产学合作

作为先进技术研究开发的重要模式之一，得到了政府的认可。1973 年，在《筑

波大学法案》的宣告下，作为日本产学合作示范典型的筑波大学正式成立。筑

波大学作为筑波科学园的核心地区，与很多研究机构、民间企业都建立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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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实现自身教育性质的同时，利用产学合作模式探索更多的先进技术的

研究开发。筑波大学作为大学与民间企业合作的典型，打破了以往社会对于产

学合作的否定态度。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产学合作发展的低潮时期，政府设立了包括“学

术研究与技术研究相分离”的科研体制等在内的多项壁垒限制产学合作。70 年

代初科技政策向“自主创新导向型”的转型是产学合作从非正式走向正式的重

要转折点。70 年代后半期，政府制定了促进个人同企业之间交流、合作的国家

项目管理制度，放宽了产学合作限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包括 1982 年第五代计

算机开发项目、1981 年的第二代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在内的多项大型研究开发项

目。可见，日本政府的政策引导与制度设计，对于产学合作的正常发展有着重

要影响。 

3  产学合作的高速发展期（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至 90年代末）

20 世纪 80 年代初，产学合作对于新技术研发的突出贡献，大学与企业间的

互动获得了更多的政府支持，产学合作因此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 1983

年作为日本产学合作典范的共同研究制度的设立，标志着日本的产学合作步入

了制度化发展阶段。文部科学省于1995年颁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了“科

技立国”为日本的重要科技发展战略。翌年，又制定了五年一期的《科学技术

基本计划》，将产学合作定位为基本国策，提出了发展建议和振兴策略，为大

力推进产学合作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1997 年 3 月，文部科学省召开了

“产学研合作现状调查合作者会议”，明确大学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产业界的协

作，应当建立有效的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科技立国的目

标。基于上述政策影响，以文部科学省为主导，组织建立了以下四项典型制度，

并得到了产业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可。

3.1  共同研究和委托研究制度

1983 年，文部科学省和科学技术厅共同组织建立了“共同研究制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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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国立大学与企业合作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共同研究制度通过将产业界和学界

的资源与人才合作利用，提高大学研究人员的实践水平和企业新技术的获得能

力。该制度作为政府主导产学合作制度化的开端，迄今为止一直在不断改进，

成为日本历史最为悠久、发展最为完备的产学合作制度。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至 21 世纪初，日本已经在 43 个都道府县中的 52 所国立大学设立了“共同研究

中心”，作为大学与民间企业的重要合作机构［14］。

相较于共同研究制度，委托研究的项目主要来源于政府与公益性机构，民

间企业最初只占很小一部分。项目经费由委托人负担，受委托的大学提供科研

人员参与项目。伴随《科学技术促进法》、《大学技术转移法》等法规政策的

相继出台，委托研究制度和共同研究制度的保障机制得以完善。到 21 世纪初，

共同研究项目和委托研究项目的数量已分别达到了 6767 项、6584 项，并且每年

仍在不断增长（如图 2）。

图 2  共同研究、委托研究项目的数量变化

Figure 2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joint research and commissioned research 

project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部科学省（MEXT）平成 20 年度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

実施状況について”绘制。

3.2  国际共同研究制度

为发展国内产学合作，日本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推动国内产学合作事

业与国际接轨。日本新技术开发事业团于 1981 年所创立的“创造科学技术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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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集结了海外优秀的产学合作人才，利用“以人为中心”的科学技术系

统综合推进研究的模式，将日本国内科技高端领域与国际研究相互融合，充分

发挥了产学合作人才的优势，创造出具有革新性的科学技术，从而达到了促进

国际产学研究共同进步的目标。同时，通过具有国际与国内的产学合作人才的

交流互动，间接促进了国内产学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

日本国内的产学合作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财产

管理制度等多项在内的制度保障，但国内与国际的产学合作却并未有足够的制

度设计保障其交流、合作的有效进行。为此，日本于 1986 年 11 月出台了《研

究交流促进法》，明确了国际共同研究制度具有法律保障。1987 年 3 月，日本

内阁会议进一步制定了《关于产学官和外国的研究交流相关的各种制度运用的

基本方针》，在上述《研究交流促进法》的基础上，完善了国际产学合作实践

中的法律运用漏洞。

3.3  重要研究区域开发制度

日本政府通过在科技重要发展区域建立研究学园都市的方式，促进了产学

区域性交流合作，该措施与成立中央研究机构、以委托研究方式提高中央技术

创新水平相结合，不断推动国家科技能力的提高。上文所述的以“筑波大学”

为中心设立的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等都是日本政府促进

区域产学交流合作的重要方式。其中，关西文化学术研究都市是由京都府、大

阪府、奈良县三个地区合作建立的“以面向 21 世纪创造性、国际性、学术性、

产业性新发展”为目标的研究地域开发基地，具有丰富的学术和研究成果。在

该研究区域，共有 12 个分散配置的文化学术研究区域，通过交通、信息网络等

手段将各区域有机结合在一起。

在重要研究区域开发过程中，产学合作作为主基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民

间活力，在策划、支援文化发展、学术振兴以及进行与研究开发相关的交流合

作项目的同时，建设了各类文化学术研究交流设施作为重要研究区域的交流场

所，以促进产学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包括日本北海道、东北、中部、近畿、中国、

四国、九州在内的7个地区，建立了工业技术院考试研究所和公设考试研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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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企业交流合作平台，以区域为基础进行产学合作的共同研究，通过产学合

作的方式提高区域创新能力［15］。

3.4  民间捐赠制度

长期以来，日本的国立大学以政府预算拨款为校内运营的主要来源，所有

来自于社会的捐赠不允许校内经营管理，所得必须上缴国库。因此，国立大学

对于来自民间企业的捐赠并不热衷。1987 年，日本文部省出台了旨在推动民间

企业与大学合作的教育法案，放宽了大学接受来自民间企业捐赠的限制，允许

大学接受民间企业的捐赠。受此影响，民间捐赠制度开始出现。大学为发展本

校科研需要，能够接受民间企业甚至是私人的捐赠，并以此设立了专门项目奖

学金，以推动本校科研项目的发展，也可使用捐赠收入设立“捐赠讲座”“捐

赠研究室”等，为人才培养、技术研究开发提供了相关设施和基地。

上述四项制度是这一阶段日本最为典型的产学合作制度，为国内外产学合

作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也为 21 世纪后产学合作的稳步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日本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角色，积极引导产学合作的开展，并制定

专门的法规政策以健全其保障机制，产学合作由此获得优质发展环境，实现了

发展的飞跃。

4  产学合作的稳步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

进入了21世纪，日本度过了备受煎熬的“失去的十年”后，对于探索新技术、

培养创新型人才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2004 年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法》的颁布

标志着日本国立大学从行政隶属型关系转变到了更为松散的契约型关系［16］，这

也使产学间交流合作更为自由，顺利进入了稳定发展期。目前，产学合作已成

为了科技研究的基本国策之一。政府为完善产学合作的制度体系建设，对作为

产学合作主体的各大学和各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及项目参与提供了更多的制度

支持，如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参与产学合作的“新连携制度”、促进学术

研究互动的“联合使用制度”等。这两项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为产学合作探索更

多的发展空间提供了保障，推动了日本国内产学合作事业的持续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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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连携制度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泡沫经济的影响下，日本传统的“下请制度”（以大企

业为顶点，中小企业承担其上级企业委托的垂直型分工体系）无法适应中小企

业的发展节奏，新连携制度便应运而生。该制度是以建立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

产学合作一体化技术开发机制为目标，主要内容是将参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管理，企业之间制定通用的规章制度，进行明确的任务分配和责任承担，以

此实现企业间的联合。如果中小企业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完成某项商业活

动时，参与到新连携制度中的其他企业需要补充相应的经济资源，由合作企业

共同承担风险、共同研发新技术和开拓新领域，这对于中小企业的生存和持续

发展有着重要影响［17］。

不同于高速发展时期所建立的产学合作制度，新连携制度进一步明确了企

业的任务和责任，使双方在共同进行技术研究过程中能够保证权责明晰，降低

了大学、研究机构的参与风险，同时伴随企业间的“连携”关系的建立，中小

企业有机会参与到只有实力强大的大企业才能够涉及的产学合作领域。可以说，

新连携制度为产学合作的长期有效运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于完善产学合作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

4.2  联合使用中心制度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第二条第四款“大学以学术研究发展为目的，可

以设置大学间共同使用的研究所”的规定，文部科学省于 2008 年制定了促进日

本国立、私立、公立大学之间进行学术领域交流合作的“联合使用中心制度”。

到 2014 年，已在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筑波大学等多所一流研究型大学在

内的 45 所国立、私立大学成立了 95 个联合使用中心，作为联合使用中心制度

的具体实施机构（如图 3 所示）。

联合使用中心将国立、私立、公立大学的学术研究人员集合到一起，融合

了包括人文社科、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的广泛学术领域的知识创造活动，基于

不同的基础研究领域创建出新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通过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

合作，增强了其知识创造能力，完善了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以此更有效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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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适合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的新技术领域。［18］

新连携制度和联合使用中心制度作为21世纪以来政府制定的产学合作制度，

改变了以往仅着眼于企业和大学间交流的产学合作模式，对于大学间、企业间

的纵向交流合作模式也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重视。可以说，弥补了产学合作进程

中内部发展动力的缺憾，对于日本的产学合作的稳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 3  联合使用中心数量推移

Figure 3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joint use center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部科学省平成 27 年科学技術·学術審議会”内容绘制。

5  日本产学合作模式的制度变迁对我国启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知识创造的重要手段，产学合作则是将其付诸行动，

通过将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所需的产业技术并应用于市场实践中，提高

了自主创新、实践能力，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佳表现形式之一。1992 年国

家经贸委、教育部和中科院联合推出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拉开了我国

产学合作事业的序幕［19］。相较于日本产学合作的制度变迁，我国产学合作的制

度设计未能与发展现状相匹配。2012 年十八大报告前，由于政府过度干预产学

合作，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均需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产学之间缺乏互动，自

主合作积极性不高；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自

主寻求与大学、科研机构等的合作机会，政府也从主导者逐渐转变为引导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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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风险分担、监督机制缺乏等问题的存在，我国政府应制定专项的法规

政策建立健全保障机制，作为引导者参与产学合作，同时借鉴日本产学合作制

度经验，加强各企业、高校间的纵向交流互动，实现产学合作所需资源的有效

配置。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强化政府作为引导者的角色，发挥法规政策的调控作用。伴随着科

技创新形态的演变，知识环境下的创新 2.0 形态正推动科技创新从“产学研”转

变为“政产学研用”［20］模式，其本质仍为产学合作模式的具体展开。在“政产

学研用”模式中，政府担任着产学合作平台搭建者、法规政策引导制定引导者、

政策施行过程中的监督者等角色。但从我国目前已有的产学合作相关政策文件

中，无论是作为引领性政策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还是《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等

对于产学合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文件在内，政府仅承担了政策制定者的

义务，对于产学合作平台的搭建、政策施行过程中的监督等职能并未能在法规

政策中约定，忽略了产学互动中的政府引导者角色。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政府，

其法规政策的制定对于产业界和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引导意义，同时其执行和监

督等职能与产学合作的实践应用密不可分。政府作为产学合作事业的引导者，

在产学间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应当及时履行其职能为产学合作的发展提供良好

宏观环境。

第二，制定专项法规政策引导发展，健全产学合作的保障机制。政府政策

的出台无法脱离时代背景与国情需要，我国产学合作事业自 1992 年“产学研联

合开发工程”拉开序幕后，1995 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

步的决定》与 1999 年《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皆

提出产学合作模式推动科技创新进步的要求。2000 年之后，包括《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21］、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等

在内都提出了产学合作模式的发展目标。但是，我国面向产学合作的专项法规

政策却为数不多，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知识产

权归属、合作的监督机制等问题皆存在政策空白。我国应借鉴日本的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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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结合国情制定多项更有针对性的法规政策进行引导，以完善我国产学合

作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我国产学合作的引导与保障机制。

第三，发挥企业、高校间互动优势，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政策引导产学

合作互动的同时，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也需要加强各企业、高

校内部的交流互动。一方面，从企业角度来看，我国中小企业占据了企业总数

的绝大部分，为各行业领域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与大企业相比，中小

企业在科技创新的经费支持、研发投入、技术型人才获得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弱

势地位。世界各国均存在类似问题，日本的相关对策尤其值得关注。日本政府

早期的“下请制度”是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上下级委托或转包联结合作，以

解决企业间项目信息资源不对称问题，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科研项目参与

机会；而现行的“新连携制度”则是在“下请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大企

业同中小企业间的合作，通过建立企业间的“连携”关系，增强中小企业参与

科研项目的经济实力，实现项目资源在企业间的有效合理配置。因此，我国也

应当建立完备的企业间交流合作平台，通过企业间的互动实现科研资源与创新

型人才的有效合理利用。

另一方面，从高校角度来看，高校所特有的学术研究与人才优势，为产学

合作模式的高效进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我国“双一流”高校拥有一流的

学术团队和完备的人才培养机制，占据着国内该领域的绝大部分学术资源，奠

定了与企业交流合作的基础。同时，为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还需要发挥高校

间的互动优势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既要加强“双一流”高校的一流学科与普

通高校该学科的交流合作关系，实现学术资源从优势向弱势的有效流动，又要

加强“双一流”高校间一流学科的跨学科交流合作，实现优势资源的交流互动，

并建立顶尖学科间的知识创造的交流平台，为高校学术研究与跨学科型人才培

养提供条件，使得产学合作中的技术开发与人才获得更具可能性。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1902144006）、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

学改革项目（JG2019006）、2019 年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UR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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